
141 

 

黃老道家之開展向度與特質 

郭梨華∗ 

題要 

黃老哲學是道家發展的流派之一，這一流派之開展的共同特質是對

「人文之事」的重視，但是以道家型態呈現。可被歸約為此一流派的著作，

在戰國時期主要是《黃帝四經》、竹簡《文子》、《亙先》、《管子》……等。

本文主旨在說明黃老道家論述發展上的三向度，及黃老道家在道家發展中

所具有之特質。 

一、前言 

「道」概念具有哲學創造性意含，是自《老子》一書而奠立，1自《老

子》後，「道」成為哲學問題發展中，非常重要的學派判準之概念，但是

這一概念內涵並非一成不變，自《老子》以至《鶡冠子》，其間大約歷經

200-300 年的時間，這一段時間中，《老子》後學中，具有「道」概念發

展意義的大抵有《莊子》、《黃帝四經》、竹簡《文子》、《亙先》、《管子》、

《鶡冠子》，2這一發展脈絡大致區分兩種路線，一是《莊子》內篇的路

                                                   
∗ 郭梨華現職為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 本文刊登，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同時也針對兩位審查者的意見，增加

註解說明。 
1 關於《老子》一書是否早出，自郭店《老子》（不晚於紀元前 300 年）出土以後，華

文學者大抵皆以《老子》不晚出，主要理由之一是《老子》資料在先秦子書中多所

見，而且顯示一種發展趨向。另外，關於《老子》之為道家道論的奠基者，請參拙

著《出土文獻與先秦儒道哲學．第四章》（台北：萬卷樓，2008 年）。 
2 關於《鶡冠子》之說，可參拙著〈《鶡冠子》哲學中「道論」之探析〉，收錄於《管

子學刊》第 1 期（2008 年），第 55-62 頁。《亙先》之說，則參拙著《出土文獻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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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3這一線索之「道」，基本上仍然堅持其為「自本自根，……，生天生

地」者，4但其主要論述，並不是論述其如何「生」的宇宙發生過程，而

是提出一更具有哲學本質之探問的方向，即「道通為一」，說明人、物與

道之間存在著「通」且能為「一」的可能，這一可能，實際上是強化「氣」

這一概念與「道」之間的關係，論述整個自然充滿著「氣」：另一是結合

古天文、陰陽學說對於天地四時的重視，提出與時間之度量相關之「度」、

「天當」等說，「道」成為一可依天時變化得知之「道」，一般稱此為黃

老道家之「道論」。 

二、黃老道家發展的三種向度 

關於黃老哲學之「道論」發展，大致可歸納三種不同的論述方向： 

（一） 述《老子》之學，並結合儒學，將《老子》之「道」落實於人文價

值之確立。 

關於述老學，主要體現在《文子．上仁》中詮釋《老子》第 15 章有關

「善為士」的段落，以及〈道德〉中詮釋《老子》第 38 章有關「德、仁、

義、禮」的段落。5其中最為引人關注的是《文子．道德》這一章有關「文

之順」之說，茲錄於下：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

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

病，大不矜，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

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

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橈，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為上

則恭嚴，為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

                                                                                                                             
秦儒道哲學》，第 177-210 頁。 

3 基本上僅限於《莊子》內篇，及《莊子》中所記載之莊子語為主，其餘因涉及莊子

後學中之無君派與黃老派，因此暫不考慮。關於無君派與黃老派之說明，則依劉笑

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之區分標準。 
4 王叔岷，《莊子校詮．大宗師》（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228 頁。 
5 關於《文子》中述《老》之學，見於丁原植《文子新論》中〈文子與解老傳承〉一

文，（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第 185-208 頁。這兩段落，據氏所考

察，皆不見於《淮南子》中，屬古本《文子》而保留於今本《文子》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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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脩其德則下從令，脩其仁則下不爭，

脩其義則下平正，脩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脩，國家安寧。

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

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

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

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

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6 

在上述摘錄中，可以發現是對於《老子》38 章的詮釋，這一種詮釋蘊

涵了老聃貴柔的精神，同時也運用了黃老所重視的「度」之說，7並轉化了

《尚書．周書．蔡仲之命》中「皇天無親」及《老子》的「天地不仁」之

說，提出「兼利無擇」，以一種較為積極肯定之說，展現「德」的作用之無

私與普及。在這兩者之外，還可以發現「德」需與「天地合」的作用，這

一種作用基本上已對《老子》之「德」說加進了新的因素，這一新因素基

本上還立基在社會有上下等級之分的事實上。因此，這一與「天地合」之

「德」，與儒學所言之「參天地」有相類之作用，同時也顯示了古本《文子》

在述《老》學之餘，還多了一重視現實人文之既有制度，並在此提出一屬

於道家式的人文觀。 

「德」，不是一種表現恩惠、恩澤的舉止或措施，而是一種合於天地，

無所揀擇之「兼利」，這種「兼利」是物之生長、養成之所需，是一種事實

的必需與獲得。因此，消解由「心」而來的要求，自然也無怨，當這種必

需不被滿足，則「心之望」也必然出現，此即「無德則下怨」。 

「仁」，是一種「愛」的表現，但這種「愛」不來自於「私」，而是

源自「存在之事實」所展現的溫潤，「為上」與「為下」只是一種事實

的存在狀態，無所謂「矜」，也無所謂「羞」。因此，也無所謂「爭」的

出現。  

                                                   
6 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第 224-225 頁。 
7 「度」作為重要哲學觀念見於《黃帝四經》，與之相當的用語為「天當」。見拙著

〈道家哲學資料中所呈現的學術流別與發展—《老子》資料與黃老哲學之探究〉

（《文獻與資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東吳大學中文系，2001 年，第 57-112 頁），

及〈先秦老子後學之學術流派與哲學問題探究—從出土簡帛道家資料談起〉收於

《儒道學術國際研討會—先秦論文集》（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2002
年）第 27-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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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確立一種準則，這種準則無論是「為上」或「為下」，「達」

或者是「窮」都必然要回歸的「正」。「正」作為一種準則被遵循，所要體

現的是「道」或者是「理」，是「物」之自然的客觀性，這種「正」自然可

長可久，而不會陷入欺凌或糟蹋的短促中。 

「禮」，是以「退讓」、「守柔」的舉措表現規範，這種規範是立基於「不

敢」與「不能」的要求、設想而被制定。因此，所展現的是一種「尊重」

的態度，「為上」與「為下」則基於「尊重」表現「分際」，而不至成為一

種「擾亂」、「干擾」，把原有自然所呈現的規律弄擰了。 

德、仁、義、禮的這種以柔弱卑下自處的方式，雖然還保有道家的精

神，但也可以發現已經進入文化制度中，要求價值確立這件事，基本上這

是對《老》學的一種轉化，而這種轉化在《莊子》內篇中是不可見的。因

此，可以說將《老》學精神落實於人文價值的確立是黃老道家的一大特色。 

除了古本《文子》外，有些黃老著作並不是以「傳」的方式詮釋《老

子》，但仍然強調人文價值的確立，如《經法．道法》重視「法」的源自於

「道」，又如《管子》〈心術上〉、〈五輔〉等對於德、義、禮、法等價值極

為重視。 

（二） 以古天文學的「天道」觀詮釋《老子》之「道」，8並以此作為人文

制度及人君行事準則的依憑，進而開展「法」、「分」與「刑－德」

之說。 

春秋末之范蠡之思想，9主要體現在《國語．越語》中，依據侯外廬10

及任繼愈11的說明中，已經指出范蠡的主要思想是「天道」，且與道家相關，

                                                   
8 此處古天文學的「天道」觀，基本上若以漢代學術分類應屬陰陽學家，說其為「古

天文學」乃因其與今之天文學有別；不稱陰陽學家，是想把這類觀察天體運行，同

時重視人之作為因循之、取法之的思想者，與重視災異以規範人之行為的陰陽家予

以區隔。 
9 范蠡，為春秋末期政治思想家，助越王勾踐滅吳，主要活動年代為 B.C.496-473 年。

谷方，《中國哲學人物辭典》（山西，書海出版社，1990 年），第 35 頁。 
10 轉引自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台北：時報出版社，1994 年），第 321 頁。

據引述，侯外盧認為范蠡思想可以視為陰陽學說在南方的發展。 
11 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30-131 頁。

此處認為范蠡之天道思想指的是日月更迭和四時代謝所表現的規律，是運用當時人

們所積累的關於天象的知識，闡發天道與人事的關係，而其著眼點在於政治與軍事

方面的問題，而不是自然哲學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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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在〈范蠡思想與帛書《黃帝書》〉一文中，更直指范蠡思想可劃歸黃

老一派，其思想強調「天時」之說，實與陰陽數術相通。12關於天道與人

事之間的關係，范蠡大致區分三種狀況，即「奪、予、不予」，「奪」是客

觀形勢不利，「予」是客觀形勢有利，「不予」是客觀形勢尚未成熟，13顯

示出在主觀動能所可為之情勢考慮之餘，必須重視客觀情勢是否已經成熟

可作為。因此，不是《老子》強調之「不爭」，而是予奪有「時」。14換言

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

天節固然，唯謀不遷。」15即是說明天道運行，是有贏縮轉化的，必須依

天時，把握時機，然後決定取與不取。 

范蠡的天道思想，據魏啟鵬16與陳鼓應17之說，都認為他是老學發展到

黃老之學的關鍵人物。《黃帝四經》基本上是將范蠡此一思想多所發揮，18

強調「因天時」、「時反是守」的重要，並認為天體中之日月星辰的變化，

影響著人的生活，人需依照天道法則而生活，而由人所建立的人文制度之

施行，也需依照天道而行。關於這一種特質，在《黃帝四經》中之《經》

與《經法》也多有所表達。19如《黃帝四經．經．五正》言「夫作爭者凶，

不爭【者】亦無成功」，20《黃帝四經．經法．國次》言「不盡天極，衰者

復昌。誅禁不當，反受其央（殃）。禁乏當罪，必虛（墟）其國。」21 

                                                   
12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 322-327 頁。 
13 關於范蠡所指這三種情況，引自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卷》，第 131 頁。 
14 據《國語．越語》記載，范蠡認為「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顯然范蠡承

繼《老子》認為「爭」不是最重要的。但這與《老子》之「不爭」，有些差別，老聃

貴柔，范蠡重在「時反」。「時反」之意，魏啟鵬曾說「就是天道環周的每一個過程中

事物朝著自己所處的對立面交換位置的時候，是政治家、軍事家由弱轉強，由衰轉盛，

反小為大，反敗為勝的機遇。如果怠慢而坐失時機，反而將遭到環周規律的無情懲罰。」

魏啟鵬：〈范蠡及其天道觀〉，《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輯。（1995 年），第 91 頁。 
15 《國語．越語下》，（台北：里仁書局，1981 年），第 652-653 頁。 
16 魏啟鵬：〈范蠡及其天道觀〉，第 101 頁。陳鼓應著，《黃帝四經今注今譯》，（台北：

台彎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5 頁。 
17 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台北：台彎商務印書館，1995 年），第 5 頁。 
18 關於《國語．越語下》有關范蠡的記載，李學勤認為應在《黃帝書》之前，為戰國

早期作品，而《黃帝書》依唐蘭之說，是戰國早中期之作品。李學勤，《簡帛佚籍與

學術史》，第 323-325 頁。 
19 關於《經》之稱呼，原整理本名為《十六經》，但若依帛書原貌，此處確實存在討論

空間，今依李學勤〈論《經法．大分》及《經．十大》標題〉一文，稱《經》。 
20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 65 頁。 
21 同上註，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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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時」的重視，在人文制度的依循中，大抵發展出兩種不同的思

維方向，一是由天道之可度量之「時」轉化為「法度」思想，並重視「形

－名」之「分」說；另一是發展出依四時而定人君應作為之事項，開展出

「刑－德」相養之說。 

1.由天道→天當，開展「形－名」之「分」的法度思想。 

這一思維主要體現在《黃帝四經》之《經法》與《道原》中，《黃帝四

經．經法．道法》開宗明義提出「法」的根源在於「道」。22茲摘錄於下：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

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

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 

見知之道，唯虛無有；虛無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

立，則黑白之分已。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也，無執也，無處

也，無為也，無私也。是故天下有事，無不自為形名聲號矣。

形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　匿正矣。…… 

稱以權衡，參以天當，天下有事，必有巧（考）驗。事如直

（植）木，多如倉粟。斗石已具，尺寸已陳，則無所逃其神。

故曰：度量已具，則治而制之矣。……應化之道，平衡而止

（已）。輕重不稱，是謂失道。 

在上述三段的摘錄中，可以發現「失道」是指無「度量」，而「度量」

之根源一在於天地四時之運行中，自然呈現可被觀察測量計算之特質；另

一在於它的規律性，也由於運行的規律性，因而具有可徵驗與被遵循之原

則性。「度量」由於其根源的特質，也隱含一種「合宜」的因素，此即「天

當」。換言之，「道」在此是理解為天道四時的運行法則，而此天道四時之

運行法則有一定的規律性，在自然界中都有其徵驗。因此，天道推衍出人

事所應依循之法度，而執道之聖人、君王則觀此天道之運行，因而制定人

民所應依循之準則。天道除了推衍出法度、天當之外，這一見知之道，事

實上也是萬物之所以、所成的根源。「道」既有度，依於「道」之「物」也

因此而有其「分」，這一種「分」的顯示，還可以從「物」的「形－名」得

                                                   
22 《黃帝四經》中關於「道」之轉化，以及「道生法」的論述，見於拙作《出土文獻

與儒道哲學》，第 154-1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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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物因「形－名」而有彼此之分別，個體性也因此彰顯，在人的社會中

所形成之事也會因而有聲號之不同，職位上的差異，自然也形成分職之別。 

「分」在《黃帝四經．經法》中有名為〈大分〉之篇，23李學勤更解

題為「大分的意思是大義、要領。六順、六逆是一國存亡的關鍵，做君主

的必須把握這樣的要領，去施行生殺、賞罰、征伐等政事。」24顯示「分」

這一概念的重要，〈大分〉曾說到： 

六順六逆［乃］存亡［興壞］之分也。主上執大分以生殺，

以賞［罰］，以必伐。天下太平，正以明德，參之於天地，

而兼覆載而無私也，故王天［下］。 

很明顯的「分」所關涉的不只是物的分別而已，甚至關涉到由物所形

成之天下事，以君王而言，這一天下事包含賞罰、生殺，同時也是君王面

對天下處理政事返還於道的主要依據。這一種參天地、正明德、兼覆無私

的作為，基本上即是由「度」而來之「天當」使然。《黃帝四經．道原》中

也提到「分之以其分，而萬民不爭」，正是從另一面向說明在「事」中之分，

若能保有其所應然之「分」，則萬民可處於不爭的自然有序中。 

2.依「四時」之「法度」開展出「刑－德」相養之說。 

依四時之法度所開展出的「刑－德」說，在黃老思想中有一演變過程，

在《黃帝四經．經．成法》中所論述的是黃帝問力黑有關「成法」之事，

說明欲依「成法」而正民，此一「成法」之所指在於「循名復一」，25「一」

即是「道」在變化之多中的最先者、開展者。在《黃帝四經．經法．道法》

中則指出「道生法，……執道者生法」，說明人文制度中所制定之法，其根

源是建基於「道」的體現於自然中。至《管子．心術上》仍保有此一思維，

此篇認為「法」是人文制度中之法，但是這種「法」的根源是源出於權衡

度數，權衡度數則源出於天道自然。26 

                                                   
23 原整理小組定名為〈六分〉，今據李學勤改。李學勤，〈論《經法．大分》及《經．

十大》標題〉，《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 298-308 頁。 
24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 303 頁。 
25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第 72 頁。 
26 《管子．心術上》：「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

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商君書》（台北：世

界書局，1990 年），第 2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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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與「道」之關係的論述，可以發現早期是從論述有否「成

法」，「成法」是什麼，並藉此將「多」復於「一」指出，進而點出「一」

與「道」之間的連繫。其次，是將「法」的根源指向於「道」以及「執

道者」所「生」，說明由「道」而有之「法」，同時也是人文制度中君王

制定「法」的根源，將自然之法與人文制度之法連繫起來。最後，是純

就人文制定之法律規條之目的在於齊一規定，導回權衡度量，再由權衡

度量返歸於「道」。 

這一向度的「道－法」連繫之演進，也可以從其「刑－德」與人君之

行事作為的變化得知，在《黃帝四經》中基本上是指出四時之變化，顯示

出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有其固定之規律，這些顯示天道的變化，人

君的行事也應依此天道的運行，而有其合當之作為，四時的變化簡單歸納

就是「德」與「刑」的關係，《黃帝四經．經．觀》中曾指出「春夏為德，

秋冬為刑。」27《管子．四時》也說到：「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

四時之合也。……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28 

對於「四時」這一界定，在《黃帝四經》中的主要目的在於人君施政

應循天道，且應「刑－德」相養，而非「德」為主，或「刑」為主。關於

「刑－德」之相養，《黃帝四經．經．姓爭》言：29 

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當。望失其當，環視其央（殃）。

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繆（穆）繆（穆）天刑，非德必頃（傾）。

刑德相養，逆順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

章（彰）。其明者以為法，而微道是行。明明至微，時反以

為幾（機）。 

在上述摘錄中，可以發現，「刑－德」是作為天道四時運行的表徵，四

時是由陰陽變化展現為四個季節，四季共構為「一年」。日與月之關係，是

並存且相依存在，共構為「一日」。「刑」與「德」之關係也猶如日月，是

相養並存，單只有「刑」或「德」無法明「道」。「道」是由「陰－陽」共

構而體現出來，人君之施政即取法於明者，即彰明其布德，施刑用兵則幽

蔽隱微。此處明微之說顯然又與四季之氣息相應。 

                                                   
27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第 62 頁。 
28 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商君書》，第 238-241 頁。 
29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第 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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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四時》之目的在於「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

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30在此與《黃帝四經》之目的

也是相應的，但是在《管子．四時》中則多了「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

為久長」之說，31顯然已注意到施政與月之間的聯繫，這一聯繫從《管子．

五行》與《管子．幼官》、《管子．幼官圖》中，可以發現這一發展線索。

這一發展基本上是將五行與四季、月份、方位相結合，指出君王施政時在

禮樂教化與服色、飲食所需相應之儀節，已將「刑－德」與曆法數術、施

政、教化……等相結合，作為君王執道的原則與規範。 

（三） 結合醫學、養生，將「道」與「心－氣」相結合，推衍出治身即治

國之說。 

對於人文制度、價值的重視，是黃老道家思想的重要特質，其間的另

一個重要環節，就在於說明「道」與人之身體性因素的關係。關於這一部

分之思維，主要體現在《管子》中有關「心－氣」的論述。32《管子》中

認為道之於人是落實於「心」之中，33「心」是能體道、知道者，同時「氣」

作為道之質素，是充形者。34「心」與「氣」作為「道」在人身形中，有

一天生之共在的關係，但是人作為一有知「道」、有情感、有血氣的存在，

顯然就有物、欲等因素的影響。如何掃除「欲」讓「心－氣」重新返回於

「道」中，《管子》在〈內業〉與〈心術下〉中提出了「心」與「心中之心」

兩層之心，即「心」與「意」。「心」之所指為心的淺層活動，包含有人的

感官聽聞知見、情緒、情感、慾望等的心的活動：「意」作為心中之心指向

心的較深層之活動，這一活動是經過形、思等「知」的作用而有所表達為

言語者之「意」。此「意」是指比「心」之感官聽聞知見、情感、情緒之表

達更為心之深層者，所涉可關乎形、思、言、使等作用。「心」與「意」共

                                                   
30 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商君書》，第 240-241 頁。 
31 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商君書》，第 241 頁。 
32 參拙著〈道家哲學開展中的關鍵—《管子》中「心－氣」哲學探究〉，山東《文史

哲》，2008 年 9 月，第 5 期，第 61-71 頁。 
33 《管子．樞言》：「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尹知章注．戴望校

正，《管子．商君書》，第 64 頁。 
34 《管子．內業》：「夫道者所以充形也」。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商君書》，第

269 頁。又《管子．心術下》：「氣者身之充也。」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商

君書》，第 2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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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為「全心」的基礎，其內涵則為「修心靜意」。換言之，「心－意」仍有

受物欲、物知所影響，會有干擾不能固道之情況的發生。修與靜的功夫，

除了自《老子》以來的「致虛極，守靜篤」，以及《莊子》之「心齋」「遊

心」之逍遙、寓諸庸的可能取向外，《管子》中認為不只是理論地去說，而

是關涉血氣、飲食的實際作為，同時對於「氣」很具體的提出「摶氣」之

說，並說明如何重返「精氣」之固，以致「靈氣」在「心」。35 

〈禁藏〉言「食飲足以和血氣」，即是指飲食是滋養血氣使之達致於和

諧的狀態，又〈內業〉也曾對飲食之道加以說明，認為飲食不能過飽，過

飽則形之內有所傷，而外形也有不好的體態表現，過飢則骨枯血貧。因此，

飲食必需恰如其分，才能讓身形血氣都達到和諧，身形血氣協調，精神也

就能有所安頓，智慧也因此能有所增長。36這樣一種「心知」事實上也是

「心－意」與血氣共同作用的結果，但《管子》中並不以此為終極，而是

指出在「氣」這一部分，人需「摶聚」其氣展現而為「靈氣」。 

「摶氣」之作用，《管子．內業》曾加以詮釋為：37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摶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

乎﹖能止乎﹖能已乎﹖38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

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

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

雖遠若近，思索生知。 

在這段資料中，可以發現「摶氣」之所指，是指「心－意」之專一下，

「氣」的自然結聚，這一種自然結聚，是返歸於「一」、「道」的狀態，它

是通暢無礙的結聚，而不是鬱結狀態，也不是求助於他者而得於己內。這

猶如瑜珈之修煉或氣功之修煉，其功夫在於身體的自然放鬆，心靈專注無

思慮，讓體內之氣自然通暢於全身，以達到身內五臟六腑以及身體四肢之

                                                   
35 《管子》之「摶氣」說，基本上源自《老子》「專氣」之說，目的在於返歸本源，但

〈內業〉之論述，顯然為《老子》作了明確的詮釋與發展，將《老子》重視身體的

因素強化，同時結合「心－意」，說明「心知」對於經驗現實的把握之重要。 
36 〈內業〉言：「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沍。充攝之間，此

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商君書》，第

272 頁。  
37 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商君書》，第 271 頁。 
38 原作「己」，今依湯孝純《新譯管子讀本》改定為「已」。湯孝純，《新譯管子讀本》

（台北：三民書局，1995 年），頁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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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息得到調整。這一種「氣」的通暢，就是「精氣」的作用，此時「心－

意」之「知」因而是清明的，所有「物」也在這一如神助般的瞭然中，昭

然若揭。 

當身形、「心－意」在摶氣的作用下，得到安頓，獲致「靈氣」在心，

此時「道」留止於「心」。《管子．形勢解》嘗言：「道在身，則言自順，

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說明當「道」留止於心時，

人之身形、作為自然依順於道，事君與事父，甚至與他人交，也自然表

現一種秩序與價值。《管子》這一以治身為治國之本，基本上是發揮了《黃

帝四經》中「以身為度」的思想，在《黃帝四經．經．五正》中曾載黃

帝問閹冉關於如何布施五正於天下之事，閹冉的回答是「始在於身，中

有正度，後及外人。……左執規，右執矩，何患天下？」39，只是《管子》

著眼於現實作為中，「心－氣」所可能遭遇而不能固道的緣由，而不是只

強調「度」之於人的重要，進而也呈顯出《管子》哲學在黃老道家的特

質與不同取向。 

上述三種黃老道家發展向度，基本上說明了黃老道家哲學的最大特徵

在於「黃學」或說古天文陰陽之學的加入所造成的變化。另一個影響黃老

哲學的因素，若以理論與現實而言，顯然黃老道家重視社會政治、人事現

實的價值與制度等問題的論述：若從學術家派而言，顯然是受儒學因素的

影響使然。 

三、黃老道家的特質 

若謂黃老哲學之特質，在於重視「人文之事」，40則顯然較為寬泛，若

更精進予以規範其內涵，我以為大致可從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與班固《漢

書．藝文志》之諸子略中之道家的說明中，得其精要。司馬談認為道德家

是一因陰陽之大順，兼採儒墨名法之善的學術家別；班固則認為道家乃重

「君人南面之術」的家別，而其放者絕棄禮學。從兩位對於漢代學術概況

的分類與說明，今欲指出被歸類為黃老著作之特質，作為其所有著作之共

                                                   
39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第 65 頁。 
40 「人文之事」，是指由「人」所形成的社會、文化、制度……等事，若以學術類別，

在先秦至少開展出六家之別的人文型態，因此說其為寬泛指涉。若以道家莊子與黃

老道家的區隔而言，莊子雖有人間世、應帝王的論述，但其與黃老道家仍有不同，

不同在於對於「心」的態度與哲學處理不同，對於治國的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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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有其難度的，但司馬談與班固之說可謂其共性表現的最概括說明。今

人陳麗桂在《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論述黃老學的特質時則強調司馬談論

述中的形神問題，並認為「形神是生命的根源，也是一切君道、治術的基

礎。……養生與治術在黃老道家是一而二的。」41胡家聰在《稷下爭鳴與

黃老新學》中，則總括黃老新學的時代精神為：「天、地、人一體觀」及「推

天道以明人事」。42前輩學者之論述已甚精闢，今則在此一思想特質說之基

礎上，就司馬談與班固之說的精神，分「君人南面之術」、「雜揉各家之善」

簡要說明之。 

（一）君人南面之術 

「君人南面之術」，基本上已提點出黃老道家有一關懷，即對於「人

文制度之事」的不捨棄態度，即非《老子》之「小國寡民」之說，也非

莊子不肯出仕的處世態度，而是積極面對治國處世之論述。雖然黃老道

家一如老莊肯定「道」與「氣」的存在，並肯定人須遵循「道」而行，

因此也推衍出「生」不盡然符應於「道」的思維，如《黃帝四經．經法》：

「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之說，以及《亙先》：「亂出於人」之說，

但「生」或「人」卻又如《莊子．人間世》所言，43是一事實的存在。

只不過黃老道家的取向與莊子明顯有別，莊子是藉此轉向「人心」的解

梏，轉向心靈的自由；黃老道家卻是從制度規範中尋求根源，而非從「治

心」著手，即便與治「心」相關，44目的也在於「治身」，而非心靈之自

由超脫。  

在君人南面之術的說明中，可以包含人文制度之所以立的根據、存在

的必須性，以及君術為何……等的說明。雖然不是每部作品都討論這些問

題，但可以發現黃老道家作品對人文制度等事的討論，應該是預設了相類

似的前題。 

                                                   
41 陳麗桂，《秦漢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第 1-2 頁。曾春

海也提出「天道、治道」說。曾春海，〈《管子》、《黃帝四經》與《周易．繫辭傳》

天道與治道之比較〉，收於《輔人學誌》（2008 年 9 月），第 65-98 頁。 
42 胡家聰，《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8 年），第

143-171 頁。  
43 《莊子．人間世》雖是言「命」與「義」乃人不可逃脫者，但其言「命」與「義」，

已是「人」已「生」之狀態的進一步說明「人」在人間世的處境。 
44 如《管子》四篇，顯然與治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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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文制度之所以立的根據與存在之必須。《黃帝四經．經》之〈立

命〉中，開宗明義指出人文制度所以立的緣由與根據，茲摘錄如下： 

昔者黃宗質始好信，作自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達自中，

前參後參，左參右參，踐位履參，是以能為天下宗。吾受命

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唯余一人［德］45乃配天，乃

立王、三公，立國，置君、三卿。數日、歷月、計歲，以當

日月之行。允地廣裕，吾類天大明。 

在這一段說中，已經點出人文制度是需要的，立君自有其必須，君是

有所承繼於天地之自然而有定位，君之所行在於依循日月運行之天道。所

謂「受命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一方面表達胡家聰所謂「天、地、

人」一體觀；另一方面，更說明人之立於天地中，非如儒者所言之參天地

之化育，而是仿效天地自然之德，而且要「當」日月之行，是要「類天」。

由此再反觀「天、地、人」之一體觀，應該是人君之作為仿效天地，人文

之所制也應仿效天地自然之運行。 

若以竹簡《文子》可對應於今本〈道德〉之文句而言，雖未言及何以

必須立人文制度，但是也言及天子有道、公侯有道、士庶有道、弱小有道、

君臣之間有道……等詞語，可見竹簡《文子》肯認人文制度中爵位之差別，

同時在其後更言「故帝王者不得人不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說明「得人」

是重要的，「守道」也是重要的，表明了除了依循於「道」以外，「得人」

的因素不可免。至於人文的走向，竹簡《文子》有提及「此四……」，對應

於今本上下文脈，所言在規範「德仁義禮」乃四經，此四經立，則「文之

順」，是「聖人之所以御萬物」的內容。 

就《亙先》而言，也建構了人文之事立基於自然之「或」，此即「有

出於或，生出於有，音出於生，言出於音，名出於言，事出於名」。同時

對於人文之制的爵位，也言及明王、明君、明士，說明了人文中有其取

向之要求。關於「明王」之說，並非黃老專有，《莊子．應帝王》中也出

現，但黃老之「明王」，與《莊子》之「明王」說，差別極大。《莊子》

之「明王」說與《老子》功成不名有相近，是一「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45 原典以《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為底本。此處［德］自乃參酌陳鼓應，《黃帝四經今

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第 2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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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輔萬物之自然，為而不恃，又能使物在其自然中，有一自足之喜

悅，是將自身置於無何有之鄉的王治，而非讓自己勞形怵心者。《亙先》

之「明王」最終在於「自為」，其具體內容應與道家相應，但不若莊子心

境之遊於無何有之鄉。 

《管子》中之「明王」很清楚的是人文中之賢王，在〈心術下〉是與

「暴王」相對，其間的差別在於讓人民所依附與所離的差別，明王是愛民

者，愛民之方式在於使人民正平，措施則是以樂、禮、敬等方式，調節民

之喜怒哀樂，讓人民處於外敬內靜，得以反其性的狀態；在作為齊法家之

篇章，如〈任法〉、〈法法〉中，明王之治，要在於慎法審權，已經關係到

制度中「法」的重要，所謂「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

惡。」46所強調的是道法的重要，以及人民私欲的節制，此又如〈任法〉

中之「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

者主之所恆也。」47此外〈任法〉中也認為「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

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也。」48這些都說明「明王」

之於人文政治制度中，其治國之道要在「道法」，其「道法」之內容，我以

為近於《黃帝四經．經法．道法》中所建構之「法」源於「道」，並將「法」

視為「民之父母」。49 

關於「法」的內容，在黃老道家是經過一轉化的，最先在《老子》認

為「法令茲彰，盜賊多有」（《老子》57 章）《莊子》對於「法」內篇中大

抵不認同，但〈知北遊〉已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說明自然中有其「法」，這基本上可說承襲自《老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為《老子》此處之「法」源

是一仿效、取法之作用，但因所取法之對象是天、地、道，似乎蘊含這些

被取法之對象有一法則存在，這一思維《黃帝四經．經》中關於「成法」

之說更清楚表明人文之法乃因於天地之法，〈道法〉中則將道家之道與法結

合，有「道生法」，「執道者生法」之說。《管子》有關「法」的專論中則有

「聖人能生法」（〈法法〉）「生法者君也」（〈任法〉）之說，呈顯了由道而法，

由道德轉向禮義法度的改變。 

                                                   
46 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商君書》，第 90 頁。 
47 同上註，第 256 頁。 
48 同上註，《管子．商君書》，第 256 頁。 
49 同上註，《管子．商君書》，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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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雜揉各家之善 

黃老道家之雜揉各家之善，基本上或可從蒙文通最早將道家分南北兩

派得到部分說明，蒙文通認為南北道家之分主要就在於「仁義」之說。50郭

店竹簡《老子》出土後，學者們也發現其中關於「仁義」之說，並非採取

摒棄態度，因此引發學者諸多討論。從目前出土有關黃老道家之著作，可

以竹簡《文子》為表徵，竹簡《文子》強調道德仁義，並以之為四經，為

治國之要，《黃帝四經．經．順道》也有「體正信以仁，慈惠以愛人，端

正勇，弗敢以先人。」51雖僅此一例，但確實點出了其對仁、愛、慈惠的

重視。關於「義」，《黃帝四經．經》對於「義」相當重視，認為「義」是

一種判準。對「仁義」之重視，可說是與儒學相關，畢竟儒學之旗幟之一

就在於「仁義」。另外，在關於用兵方面，黃老道家強調「義兵」之重要，

如《黃帝四經．經．本伐》中，甚至對用兵提出義兵之說，此對於黃老哲

學具有重要影響，為「義」而戰，竹簡《文子》雖不見「義兵」說，但與

可對應之今本文句，關於「王道有幾」之問答中，確有「以兵王者［德］」

之句，52在《文子．道德》也有關於義兵之說，這與《孟子．盡心下》所

言「春秋無義戰」之說，似有呼應，但這並非說孟子也提出義兵說。黃老

道家對於用兵之說，與戰國如宋鈃、尹文之「禁攻寢兵」也有相類處，這

只能說黃老道家之義兵論是當時戰國時諸子的論題之一。但若細究《黃帝

四經．經法》之用兵論，其所因襲之理論更近於陰陽家之說，以天道陰陽

為其最高準則，如〈國次〉之「禁伐當罪當亡，必墟其國，兼之而勿擅，

是謂天功。」53 

關於黃老道家與陰陽家之關係，是以「因陰陽之大順」為其作高指導

原則，主要是以《黃帝四經》為代表。所謂「因陰陽之大順」，基本上是以

「古天文中的天道觀」為《老子》之「道」的重要內涵，也因此推衍出「天

當」、「度」、「權衡」、「道生法」等說。在《管子》中關於陰陽之說，處處

可見，在〈心術上〉曾以陰陽與動靜關係，說明人主應處靜陰之位以制動，

此即「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

動矣，故曰靜乃自得。」但與陰陽家加強調忌諱、災異感應之事不同。 
                                                   
50 蒙文通，《中國哲學思想探源》（台北：台灣古籍，1997 年），第 311-313 頁。 
51 原作「正信以仁」，據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改。第 390 頁。 
52 此見於竹簡《文子》編號 1035。其中［德］是以今本補上。 
53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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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論其與墨家之關係，或只能說對當時之說有所辨異，與墨家最相關

者在於「兼愛」之說的論述，但不同於墨者之論。 

關於形名之說，若要在「審名」度實，則在黃老道家是發展出「分」

的概念。對於「名」，不再強調無名，而是重視「名」的重要，如《黃帝四

經．經法．道法》言「虛無有，秋毫成之，必有形名。形名立，則黑白之

分已。……是故天下有事，無不自為形名聲號矣。形名已立，聲號已建，

則無所逃迹匿正矣。」54說明「形名」的存在，乃是一必然，由於形名之

立，而有種種分別，秩序也因此而立，此猶如《亙先》中「有出於或」之

說。關於形名之說，在不見於《淮南子》的《文子》資料，其論形名與有

無的關係有一特殊處，即「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

故有功以為利，無功以為用。」（《文子．道原》）可謂肯定「有」之存在之

事實性與必然性。55 

四、結論 

對於黃老道家之發展三向度與特質，吾人或可以總括為：時代思潮

因素的影響，以及對於「有」的肯定。這兩種都立基於對《老子》之學

的發展而呈現的轉化與開展。就前者而言，除看到其與各家之關係外，

也看到在其開展《老子》學時，由於作者個人背景知識的因素，而有不

同方式的開展，或以述《老子》之學為主，再開展其新說，如竹簡《文

子》；或以《老子》之學為基礎，就《老子》學中之問題，開展自己之新

說，如《亙先》；或以《老子》學中之「法自然」之觀點，開展其與陰陽

天道觀相應之「道論」，如《黃帝四經》；或以《老子》、《莊子》之道、

心、氣說之論題，結合當時醫學觀，開展自己的心氣觀，如《管子》。關

於「有」的肯定，可謂其特質之總括與指導方針，無論是「君人南面術」

或雜揉各家之善，都在於對於「有」的肯定，這種對於「有」的肯定，

既是人文之制的，也是對於經驗現實的處理，甚至可以說它所取之方式，

不是內在的，而是對於制度、物質的肯定，因此很難論其修養觀，即便

如《管子》之「心－氣」說，與治身有關，但其「修心靜意」的全心說，

                                                   
54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第 43 頁。 
55 參拙作〈《文子》哲學初探—以不見於《淮南子》之資料為主的討論〉，發表於「道

家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東吳大學哲學教學研究平台、東吳大學哲學系共同主辦。

2008 年 6 月，第 14-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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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忘對於飲食血氣之論述，並沒有如《莊子》之心齋、游心之自由、

藝術精神境界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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